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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中国农民：建国60年来农民转型分析
冯子标    王建功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太原，030006）
摘要：本文通过对改革前后30年农民转型的分析，认识工业化和农民转型之间的关系，认知农民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解释影响农民转型的因素。我国农民为工业化先后做出了两次贡献，一次是建国之后30年为国家重工业化积累资本，一次是改革之后30年成就了“中国制造”。但是农民的大多数仍不富裕，没能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步转型而获益。农民转型决定未来工业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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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现代工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过程就是农民的转型过程，即由分散落后排斥协作的小生产者被大工业改造为在分工精细而又协调水平很高的工业生产中的产业工人，一旦这一转化过程在深度和广度上“洗礼”了农民的旧俗，传统农民就转化为现代文明城市的市民。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以农为本，工商不举，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最受剥削与压迫。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从社会最底层中解放出来，是新中国的最大受益者，从而坚定地拥护新中国。然而，60年来国家命运起伏,农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动，随着制度差异和改革力量在时空上的转换，他们的境遇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认知中国农民。

1、 改革前30年的农民：工业化积累的牺牲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刚刚获得土地和政治地位的农民喜悦之情未能保持多久，就被强迫卷进高度计划体制的大潮。国家通过舆论力量、政治力量、国家暴力对农民进行了再剥夺。形成人民公社以后，农民自有的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生活在人民公社这一封闭性组织内，农民皆社员，没有退社自由，没有迁移自由。换言之，没有行动自由和改变身份的自由。农业部门按计划进行生产，配置相关资源。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政策，人民公社治理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向农民抽取剩余以备工业积累，农产品出口创汇成为当时进口设备的资金主渠道。
为了工业化牺牲农民的利益，实现原始积累，形成国家资本，其逻辑很大程度上来自前苏联模式：国家意志控制工业化路径及其实现方式
。市场被排除，以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和机械性、动员性增长为主，是粗放外延式的增长。经过三十年的举全国之力，工业体系初始建成，城市建设也初具规模。但这个初始建成的工业体系是重型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人民生活品短缺。这条路径，由于重工业要求资本密集而排斥劳动，所以，农民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被吸纳。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业化是部分展开的工业化，是城市自我封闭的工业化，它不惠及农民。其结果，城市化进程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1949年城镇人口占比为10.6％，1952年占比为12.46％，1957年为15.39％，1962年为17.33％，1978年为17.98％。195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一个分界点，之后多年，城镇人口比率基本没有增长，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分制，农民被隔离于城市之外，须向城市输送资源，却不能直接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这是违反工业化的同时农民转型为产业工人并进城成为城市居民的客观规律的。

计划体制的安排能为启动国家意志下的工业化铺平道路，但是并不会那么顺利的。原因是经济规律终究要起作用，最直接的是粮食问题。1958－1960年时期，违背工业化发展的有序规律，提出工业“以钢为纲”和农业“以粮为纲”的错误口号，不顾城乡互动和行业分工而又相互渗透的原则，一哄而上全民大炼钢铁，粮食生产大放卫星，单打一，疯狂浮夸。其结果，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粮食奇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饥荒，致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被迫纠正。

为了度过饥荒，人民公社从半军事化组织，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取消了食堂，让农民回去过家庭生活。在坚持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分给农民小量自留地并允许家庭养鸡、养猪以及庭院种植等副业生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高度刚性在大灾面前被软化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被唤出，且创造性地、自发地把集体土地搞了承包到户。上述行为自然得到了其时领导人或明的支持或暗的默许。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正因为如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空前高涨，从而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其效果，不仅快速地恢复了被破坏的农业生产，而且还有较大发展，不到三年度过了大饥荒。这一奇效，让人们思考：农民的创造性行为乍一看，是为了度荒，实质上破了计划体制一角，无意之中走进了市场激励的空间。市场激活了农村。这一时期的农村探索为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然而，度过饥荒，市场空间并没有顺次而扩大。相反，把度饥荒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局部市场激励机制视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政治运动强化了计划体制的刚性。值得庆幸的是，农村，尤其“老、少、边、穷”的农村仍保留了自留地、家庭副业以及集市贸易等相对管束较松的地盘，让农民在生产力低水平循环的天地里能生存下去。但是，在《户口登记条例》管理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高度管制。这一管制，形成城乡两重天，两个世界的二元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古老的农村不但不能因为城市工业化而有所进步，反而在退化；城市在“文化革命”前初始建成重型工业基地，但因没有城乡互动，致使其发展也受到严重堵塞，成了无源之水，活不起来，僵化不前。可见城乡互动是工业化的内在要求。而城市互动的关键是要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专制统治下，饱受饥寒、战乱之苦，但可以自由迁徙。这一自由迁徙，一方面促进了其时民族工商业和外国资本在华的发展，成就了沿江沿海的工业繁荣；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流入了城市，成了雇佣工人，融进工业化道路，转型为城市市民。令人不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翻了身的农民，反而不能进城。即使1958年大跃进时期进城做工的农民，也因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而被压缩回乡。在农村世世代代为国家和城市人口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农民勤力而不得温饱。温饱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三十年没有解决的难题。
建国后的30年，农民是工业化积累的贡献者，成果享受的牺牲者，没有成为工业化的主体。如果说，建国初期优先发展城市和重工业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在工业化发展演进过程，没有适时调整工农交换关系，没有调整基于一时之急的户籍政策，一再错过改进工农交换结构和消解二元结构的良机，使得农民转型成为泡影。
杨小凯等人（1999）曾经论证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而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改革的缓急，而在于有无现实的市场基础
。前苏联计划体制太发达了，在城市和农村已经形成高度的工厂化、农场化、指令化，彻底消灭了市场机制存在的空间。而中国在改革之前的农村，计划体制管束没有城市那样严厉。原因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纠偏时残留了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以及集市贸易在内的小量市场。而这一残留，一旦松绑就发酵成巨大活力，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发源地。
二、改革之后30年的农民：“中国制造”的贡献者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党中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向现代化建设，改革启动了。为了减少政治阻力，也是“试一试，看一看”，改革由最偏远最贫穷的“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相对于公社体制的一次革命。到了80年代，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波澜壮阔。这场改革由易到难，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推进。这种风格使得先行改革的地方和部门获得了松绑的优势，得以快速发展，解放了生产力，相对于未进行改革的部门，获得了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交换合法化，人力资产和土地资产价值有了市场的估值，激励机制对了头，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大大激发。
80年代，农村作为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市场精神得以充分展现，商品经济文化得以再启蒙。人们对市场的认识逐渐具体，也从中受益。计划体制下，城市吸纳的是极少的幸运者，改革开放之后，高高的城市门槛也逐渐放低，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农民转型的途径，其一为传统的应试途径，高考恢复后，通过考试接受大学、中专和技校教育，然后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工作；其二是通过创业带动的非农就业，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时期，在城市，由于社会固有的等级观念和教条主义，不少市民并不接受商业文化的价值观。这恰恰给农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在城市发展虽受人歧视，但却是改变处境的最有效途径。整个80年代，涌现了一批很有闯劲的农民企业家，成为追求财富而成功的人。原因是他们原本是既无政治庇佑，也无社会关照，只是围绕温饱线上下波动的人群，当体制松绑让他们弃穷奔富时，他们就是这个社会最具改革动力的群体。
80年代的农村改革，促动了农民致富创业的激情，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缺经济的呼唤下，农民成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在农村又兴起工业，并发展到城镇，形成了乡镇工业在全国异军突起的新局面。同建国后前30年比较，其时他们是为国家积累资本而受穷，而这时是为民间资本积累而创业，并造就了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奇迹。农村改革推动下所暴发的生产力不但超出了农民自己的想象，也远远超出了改革设计者的予估。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时说道：“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很强的示范，而且乡镇企业对于国有企业也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农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大大减少了市民在经济上的优越感。农村改革促使农民生活的快速改善也是对城市无意中的挑战，触发了人们对现行计划体制的质疑和不满。“昔日的穷光蛋，今天的万元户”，“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社会舆论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人们的价值观逐渐从理想主义朝着实用主义转换。这使得城市改革得以建立在农村的成功经验基础之上，而非空洞的设想。90年代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民创业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则是下海经商。他们往往来自权力部门，拥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和人脉基础，在双轨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环境中，游刃有余；市场由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权力会更有帮助，要比农民企业家更胜一筹。

90年代初，农民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和市民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开始对垒。竞争的精彩好看，需要棋逢对手。这一期间出现了很多新兴的企业组织形式，不同力量展开竞争，共同促进资本等要素的竞争流转，这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市场割据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分工不能充分展开，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在跨地区之间实现。此时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全面开启，乡镇企业也不能同国有企业融合，自身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并不拥有先进生产力。农村工业是简单的手工业和粗糙的作坊，家庭副业主要满足农村市场。农村五小工业（小煤窑、小水泥、小玻璃、小炼油、小钢铁）成为典型的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工业的满地开花，使农村的环境破坏严重。乡镇企业在技术装备上要比国有企业落后，但因为国有企业生产和市场不完全对路，致使乡镇企业的产品一时能进入城市市场，改善着短缺经济。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深入人心，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力度，但是自由竞争的模式并未建立，而是利用垄断的金融资源和规模优势进行上市和资本扩张。加入WTO后，外资涌入，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到来，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加剧了地区竞争，也大大激发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资本竞争。此时已显现出国有企业改革对乡镇企业的冲击，国有企业改革加速，政策优势和技术优势也开始发力。国有银行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前进，也为国有企业扩张兼并带来融资上的便利。乡镇企业只得到很小比例的银行贷款，与它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极不相称。一方面国有企业蒸蒸日上，一方面乡镇企业相对衰落。此时，在政策优惠下，外资进入到国内最具资本回报的领域，对乡镇企业形成新的市场压力，市场格局逐渐发生转变。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强势地位彻底改变，不少被迫破产停业，存活下来的也只是锁定在产业链的价值低端，创业动力受挫。不进则退，乡镇企业进入低谷。
改革开放30年来，80年代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生产力，9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源泉。这种生产力是解除制度束缚后农民自然的暴发，是一种广泛的、伟大的创造力。资本集中在城市，劳动力大举进城的局面形成，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以农民工为劳动主体的出口贸易型经济，这是基于农民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农民工候鸟式的全国大流动也成为中国社会的独有现象。从空间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城镇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多数在东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工厂打工
。农民工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主力军，是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作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大国，中国制造业超过了美国
，也占到了全球最大份额，成为“世界工厂”。因其廉价，流通于市场上的产品数量上有着绝对优势，“中国制造”货通全球，为国家赚取了近两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三、“三农”问题下的农民认知
 “三农”问题成为专有术语，来自于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于2000年3月给总理的一封信，并经过舆论的传播，为世人知。这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对李昌平判断的认同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切。中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转化为市民是社会转型的主线和内在要求。而对农民的认知是今天的一个大命题，它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触动中国社会最脆弱的神经。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对农民认知的一次大转变。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化步伐加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迟缓，农民对农村生活极难满意，对改善生活的要求十分强烈。这个时候，不同的人或是基于自身利益，或是价值观，或是固有之见，总习惯于人多地少，来看待“三农”问题。这虽不错，却没有抓住要害。动态地看，“三农”问题其实质就是农民转型问题，是中国工业化时代面临的最大课题。因为大家似乎看惯了几千年来农民过的艰苦生活，但21世纪的中国农民处境究竟是好是差，怎么变化，要看参照对象，也要发展地看。从经济收入来说，近年来，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农民收入在缓慢增长，似乎没有倒退式的受损，但相对差距却在拉大。虽然农业税减免，但农民支出项目如医药教育和生产投入上升明显，农村各种习俗性开支如婚丧嫁娶人情消费水涨船高，农业生产成本攀升不止，使得农民总体负担在不断上升。农民致富不论在农或者非农，生活改善最终表现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向城市部门看齐。但是在人均土地很少的情况下，依靠农业不可能有富裕生活。这意味着，9亿农民留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进城是必然的道路。
在城市住房难和农村土地难以流转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劳动力离乡背井，不能举家同行。老少在乡，青壮进城，农民付出了家庭分散的代价。农民进城谋生，从事市民不愿做的“脏、累、差、危”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市民得了生活的种种便利，又觉得农民着装不雅，行为不够市民化，避而远之。其原因是，农民工进城，同市民共用了一些公共空间和公共品。当然，人口密集，城市社会运行总成本会上升，市民也不适应。甚至有少数人提出要将农民工遣返回乡，或者严禁农民工进城务工，以肃静所谓的城市环境，执法城管和进城的游商之间也达到了“敌我”矛盾的紧张状态
。一个怪像是，在不少人眼中，城市似乎成了一种俱乐部，只有特权才可进入的 “城堡”
。市民既要享受廉价的产品和服务又不愿分担必要的社会成本，这是计划体制时期等级心理的伸延。

农民和市民在很多方面存在机会差别：教育、工作、社会关照等，并且代代叠加，形成了农民和市民在信息和文化积累方面的鸿沟，极不利于农民自我能力的挖掘和实现。人们一致认为农民的处境不好，却在如何改善农民处境问题上，意见颇不一致。当中国社会从均贫转向贫富两级化的过程，有市场机制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但主要是政策差别和制度租金存在的结果。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渴望过上体面富裕的生活。改革使农民自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化，农民获得温饱，进而在乡村的天地打拼，有成为企业家和有产阶级的机会。当乡村工业时代过去，今天进城的农民更多的只能提供劳动力，依附于资本，农民从行为上发生了从自主性到依附性的转换。没有财产收入和资本的积累，就没有农民充分自由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国际化下竞争加剧，同时乡镇企业发展减速。早期农村工业化因其环境破坏性而不可延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逻辑要修正，过度破坏自然的做法不可取。发展乡村分散式重工业已不堪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成本方面也不具规模优势，在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很难生存。乡镇企业必须走积聚发展模式，这又离不开雄厚的资本支持和行业、区域的进入自由。此时国家若顺应这一需要加大改革，或许是另一番景象。可以说，90年代以农民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在受抑制的国内环境下没能实现升级，这是一次发展战略失误，包括不少行业对民营经济的门槛过高，农村土地制度过分强调粮食安全，农民与土地的纽带被过分地强化等。国民经济内部的活力没能有效激发，却形成了是高度外向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并引起了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一系列的分配不公。

在市场经济中，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是实现平等交易的前提。但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往往转化为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的竞争，这又不自觉地体现为国与民的人格化竞争，国与民争利演变为不平等的市场竞争，最终成为国家垄断。在这样的市场权力格局下，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发展受阻，提供给农民的就业机会也渐渐有限。农民进城，打工经济可以改善收入，但是前景很不乐观。农民与市民在工资收入、资产性收入，在公共品教育、文化、健康等方面继续拉大了差距。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外向型生产下生产和消费的分离，9亿农民收入低微所能支撑的农村市场是很有限的，内需疲软下的高速增长加大了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内生增长不足，加大了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进入90年代，改革重心发生了转移，城市加快，农村停滞，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城市经济获得了优先发展。从1990后期至今，国有资本和外资垄断了经济全局，控制了市场。而来自于农村的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体制和政策的严重挤压。城乡交换关系由此进一步失衡。农民又一次延续了建国后为工业化积累而又不能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命运。前三十年是国家强制力量的剥夺，后三十年是政策对市场中不同所有制的等级歧视。这是中国二元经济格局没能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改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前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内需不足，产业升级缓慢、经济对外依赖度过大、自主性差、分配不均，增长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等等。第二次资本积累与第一次相比较不同的是，在等级排序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中，由于民私营受到的政策歧视，他们被迫寻找联盟以迂回前进。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的红帽子企业，90年代的中外合资企业等，这使得原本可以归于民营经济的增长收益为别的资本所分割。至于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合作，寻求权力庇护，加剧了官商勾结产生的行政腐败，是市场缺失公平竞争所造成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力量居于主导，地方政府竞相招徕资本，而劳动力的开发、培育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农民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缺乏在市场上的地位处于弱势。除了极少数农民成长为企业家、资本家外，农民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主要是贡献劳动力换得微薄收入。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全局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人群的健康心理和社会有机团结。良好的社会机体可以给底层的人们有打拼上去的机会。在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从商是富裕之路，科举是进身之径。21世纪的今天，市民、农民是仍然是两种等级的公民生活状态。经济指标反映的城乡巨大差距只能说明经济方面的事实。弱势人群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产生的心理挫折，是无法衡量的福利损失。长期遭受社会歧视，可能使得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失去信心。前面所述《令人心酸的理想》中的那位可爱小女孩之所以选择长大后的理想是当城管，是因为妈妈在卖菜时为了躲避城管追赶撞在电线杆上，受了伤。小姑娘希望长大后当城管，让妈妈可以慢慢地躲不致受伤。在这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谈理想的班会上，孩子们的理想往往是同他们的父母职业相联的，比如开小店、卖饼子的，与市民孩子长大后要留学、做科学家和企业家完全不同。这一“不同”，深刻说明，制度影响着几代人，尤其是幼小的心灵。并存的是，富人对穷人，市民对农民之间的社会裂痕不断拉大，形成鲜明的社会歧视，把农民看成实现现代化的包袱，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信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民必然要融入工业化大潮，人为障碍只能延缓或者扭曲这一过程，但不会改变社会发展根本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为何农民一次又一次地冲破种种阻碍，主动地进行制度改革的规律力量。当然，我们要看到多年的延误，弊病积累，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但历史终究会在工业化深进过程中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即转型。
四、农民转型问题的解决：对现行政策的评价

目前“三农”问题之所以很棘手，与多年来抑制性政策形成的城乡反差有极大关系。就像一个大坝：水位不断上升，接近警戒线，如不疏导就会溃坝。从我国经验来看，城乡两大区域间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同成长是实现经济演进的根本要求，是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自然之轨道。经济运行的自然节奏与政策之间的和谐是保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这种动态的经济发展关系可以解释国内外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与败。社会经济发展优先城市的次序，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和制度不仅不能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的有效解决，而且会积累新的更多的问题。在倡导科学发展的今天，以人为本的时代，必须将实现人的自身发展优先考虑，这既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改革依然是解放农民生产力的最大动力。由于外部制度环境和市场积累的结果，农民对大市场的知识、信息以及风险的承担处于相对劣势。他们一方面是保守的，尚可守住一片土地，安于温饱；一方面由于容易陷于贫穷，迫于生活压力和城市工业社会的强磁吸引，又是充满创业激情的，尤其是年轻人，总是跃跃欲试，想在城市里创一番事业。这都是宝贵的社会资本。历史从来无情，良愿未必有善果。国内理论界有人主张，农村发展应回到上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的道路。时过境迁，这一思路对今天中国农村的稳定，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再具有当年的建设性。其期待的稳定是农村缓慢发展下的稳定，是牺牲农民转型的稳定，最终难以求得稳定，无从根本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其理念仍然是保守的，他们看到了农村贫穷存在的危险，却归结于穷人对物质的贪欲。但是，人性自古未变，贪欲何尝不是创造财富的动力！乡村主义者忽视农民潜藏的巨大机会，带有浓厚的古典田园色彩，幻想维持现状，忽略农民自身急待爆发的致富的欲望，而鼓吹他们臆断的农民会满足于守一方贫瘠的桃源理想。这种桃源理想对于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一种幻想和欺骗。
    工业反哺农业还是直接反馈农民？货币补贴还是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我们认为同反哺农业相比较，有限的资源反馈到人更有价值。反哺农业改变的是生产成本和相对价格，而改变由市场供需决定的相对价格，必然扭曲资源配置
。另外，补贴农民也有一种还债的逻辑，毕竟农民为几十年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牺牲，“反哺”符合历史也符合今天农民的迫切需要
。但是，仅仅从农业角度考虑，远远不能满足9亿农民转型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数据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在GDP总量中只占11.3％
，今后还会逐渐下降。 靠反哺农业，是实现不了占总人口70％的农民致富的
。只有通过工业化，让农民进城，进入非农产业，大幅度减少农民，使三大产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当，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这种还债不一定要体现为货币支付，体制改革更加值得期待。制度释放的资本生产力是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 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会释放出农村各种要素以及农民自身的潜在生产力。例如调整城乡制度的二元化，放低城市和非农部门的门槛，给农民迁徙自由。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多数，是农民转型的主要空间，应当改歧视为扶持。相关市场问题是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土地资本以及商业资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合理地流动。目前，金融机构事实上成为城市和工业吸纳农村和农业的资金抽水机，使得作为经济血液的资金在农村流失；而土地服务农民的资本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是被剥夺了资本性能的沉睡的土地。

新农村建设通过财政转移和村民自支，在改造部分农村的道路、住宅等基础设施方面很有力度。就新农村建设本身来讲，出发点是改善民生，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并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相邻的两个村子，新农村建设之前情况接近，之后就很悬殊。这仅仅是因为一个村子得到转移的公共资金，另一个村子没有得到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公正的。据笔者了解，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往往是在一些基础条件本来就好，能够出得起配套资金较为富裕的村庄。而另一些村庄，生产落后，生活贫困。试问：一个有着乡镇企业的富裕村庄和一个以农为生计穷困村子，哪一个更需要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资源呢？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公共资源应当以适当的方式优先最需要的地方。我国不少偏远农村迫切需要水资源和卫生资源，改善居住环境，然而，因为他们声音小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远离中心从而被忽视。还有，劳动高度流动的情况之下，农民生活地点是动态的，农民向城镇集中是大趋势，村庄也是在变化的，必然要缩小的。长期来看，应当重点建设未来农民可能的长期栖息地。目前已经有2.2亿农民劳动力长期在城镇工作，可在城市的居住是一个大难题，居住环境十分简陋，经济负担也很重。如果公共资源给予倾斜，在城市多建设一批廉租房，专门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要比资源回流到农村改观农村形象实在的多，资源使用效果也会高很多。新农村建设自上而下，农民往往不能决定资金用途，补贴到不动产的道路和住宅而非农民个人，未必符合农民意愿。对打算进城的农民来说，用“留”在农村的办法替代“堵”在城外的办法，改变了市场信号，延缓了农民进城。熟得？熟失？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在推动土地流转等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对土地抵押一项尚未公开予以肯定，土地资本化功能完全实现仍然受到牵制。对于农民的自主力量挖掘不够，没有给予农民在改变经济地位方面的主导地位，依然延续工业反哺和新农村财政转移的思路。这一不断强化的政策信号的传递，对农民来讲，与自我创富相比，来自政府的免费财富更值得期待。农民的创新动力和压力会部分消解，助长小农心理和小富即安的惰性，影响农民决策，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只有进城和进入非农行业工作而使相对收益足够可观，才会激励更多的农民自我转型，这是经济规律的功能。
实现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转型，不仅关系农民的前途和福祉，也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能否真正实现。这是一个宏大而急迫的时代命题。认知农民应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冷静思考，归根结底是将广大农民转换为城市有产阶层，使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为市民，安居乐业。由于城乡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城乡之间的发展绝非此消彼涨，不能用简单的再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以简单的低水平保障维持农民生产力被束缚的状态，最终将使得他们不能具备自生能力。根本的出路在于激发9亿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五、农民转型决定未来工业化的成就
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指出：“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实现了社会公平，但还保留城乡差别。这种差别理应缩小，但实际在扩大。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差别，随着工农产品剪刀差不断扩大而加大。虽然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但是对资源的支配权、占用权不平等。
”我们知道，农民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先后做出了两次贡献，两次牺牲，一次是建国之后30年为形成国家资本，一次是改革之后30年为“中国制造”，但是农民的大多数仍然不富裕，少数还未脱贫。实现农民转型，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也关系到工业化大潮中每一个人的福祉。没有农民的富裕和强大就没有中国的富裕和强大。建国之时，城镇人口5765万人，其中非农的城市人口2740万人，在全国5.42亿的总人口中占比仅为5％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市民来说，三代之前是农民，是一个准确的描述。他们多多少少仍与农村、农民有着亲缘、地缘的联系，这一社会关系是中国现实存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状态。

农民的前途在于成为城市有产阶层。但现今的农民是社会群体中的弱者，其根源，不在于农民自身，而在于制度束缚了农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从经济发展的长线来看，劳动生产率，人均资本、技术以及其他资源的丰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农民经济地位改进的关键。今后三十年是农民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实现市民化和有产化的过程。
农民转型与工业化本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建国之初出于国家独立和领土安全的优先考虑，采取了牺牲农民利益以力促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重工业道路是资本要素深化而排挤劳动，农民在这一进程中不仅不能实现转型，而且受到过度剥夺。遗憾的是，这一政策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而持续时间太长，积弊甚深。仅靠有限的劳动收入机会，没有资本性收入，农民是不可能过上好日子的。正是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我们才提出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获得了相应（补偿土地）的工业产权是一个关键，只有农民也拥有工业资本，才能实实在在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实现生活富裕和农村繁荣（冯子标2008）
。即使在当下，农民可在城市工厂做工，收入也是很低的，因为他们所受教育水平较低，是以简单劳动力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市场又是对农民有着极大限制，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面积结构性失业。也就是说，农民的人力资本与我国工业化升级所需的新型人力资本之间尚不同步、不够匹配。农民只有转型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实现农民转型，是一个经济的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制度落后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处于低效的分工状态。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分工不断细致化，使生产力得以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要素的充分流动和集聚，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考虑农村9亿户籍农民和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一过程仍需要20－30年的历程。经济增长率与总体就业吸纳水平等关系到转型的速度问题，农民转型在技术上有一个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均衡调整过程。农村改革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取消身份性户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放开民间金融，启动税制改革，扶持中小企业，放开有损效率的行政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更多行业，等。让农民分享工业产权，给予农民资产支持，鼓励农民自由择业、创业，让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转化为财富和幸福生活……. 
     实现农民转型，是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二元经济一元化的标志。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力量利用不足，尤其是资本动力没能在市场经济中有效发挥，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民问题形成的经济原因。资本化力量将激发广大农民的创造性冲动，必将有一大批企业家出现，通过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创造性组合，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是启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闸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有极大的内生性，而非外需拉动。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认知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创造力，进而有理由去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相应的生产关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推力效应。未来中国工业化深进的空间和市场容量的逐步释放，工业不断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更替是根本，这是拉力效应。实现两种效应的枢纽在于农民转型。

实现农民转型，是科学发展观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人的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所有人尽力而为，并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果实，不能人为地牺牲某一人群。现有制度安排束缚了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创造性，经过适当调整，农民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所谓“适当调整”就是包括土地、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发生积极深刻的变化。当农民自由的时候，就是他们释放生产力，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必将推动社会进步。在改革大潮中，农民担当了开路先锋，因为他们不仅生活在基层而且人数众多。未来中国工业化的实现离不了农民的参与，他们必须处在工业化的中心而不是继续在工业化之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诸多方面，使传统农民消失，转型为市民，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

实现农民转型，是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必须经历由民富而国强的过程。如今，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全球化在继续扩展，解决9亿农民转型问题从而实现工业化，应当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责任。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挺进工业化，道路可能并不平坦，会有坎坷和曲折，但是，“进”大有希望，“停”带来危机，“退”将是灾难。
参考文献：
冯子标，《农村改革发展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山西日报 2008年11月3日
张培刚，《农村与工业化》英文版  香港 花千树出版社 2002年 
杜润生，《杜润生文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8年7月

秦晖，《问题和主义》  长春出版社  2002年
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
赵岗 陈钟毅， 《中国土地制度史》 新星出版社 2006年
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黄祖辉，史晋川主编，《 中国“三农”问题》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于宗先 毛育刚 林卿 ，《两岸农地利用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1995年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Eidted by Masahisa Fujita “Spatial Economics”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2005

Eidted by John Ravenhill “China, Korea and Taiw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Great Britain

Eidted by Stephan Haggar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ing Courntries”  Galliard(printer) Ltd, Great Britain

Jonathan Unger，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 . [monograph]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Roland, Gerar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作者简介:
冯子标，男，1938年生，广东紫金人，山西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建功，男，1977年生，山西洪洞人，山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696号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030006

Topic: Cognition on peasants in China: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since 1949

(Feng Zibiao    Wang Jiang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in the double 30 years of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figur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considering the status and role of peasant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explain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peasants in transformation. China's peasants have made two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ne wa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for founding of the state –mined heavy-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first 30 years, the other was achievement of the Made i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30 years .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peasants are still not rich because they benefited little from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will decide the achievements of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peasants;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productivity
� 据胡鞍钢（2007），1953年，毛泽东同梁涑溟有过关于工业化的争论，梁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憩，搞工业化没有资金，工农生活差别太大，而工业化使得农民负担大为加重，农民活不下去；毛泽东则认为，梁照顾农民的观点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是小仁政，而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国主义是大仁政。 《中国政治经济史（1949－1976）》，p205－p20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 P305，《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 杨小凯 李利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 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7期


�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P238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4041万外出农民工中，东部地区吸纳了71%，而在本地就业的8510万农民工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62.1%。


� 据郭凯（2009）测算，2008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34％左右，同期美国只占到12％，且在逐年下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超过美国，按官方汇率计算，超过1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参见http://kaieconblog.spaces.live.com/blog/


� 2009年4月1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第15期)。一篇短文《令人心酸的理想》,作者曾颖。文章说，有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开班会谈理想，其中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去当城管。为什么要当城管呢？因为如果遇到妈妈摆菜摊，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 2009年5月9日，在广州市城管执法监督员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原广州城管支队支队长许决华批评经济学家厉以宁建议城管要宽容执法的说法，认为小贩对损害了本地经济和城市形象。”许决华说，“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见5月10日羊城晚报。


�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中广泛存在的供需蛛网模型，会由于不当的政策而放大，加剧市场失衡。


� 我国台湾省当年实现工业化，对农民的土地和农产品是以工业部门的产权相交换，从而使得农民拥有了工业和城市部门的资产权利，几十年的工业化，农民有序进城，城乡收入差距并未拉大，同时成就了许多农民企业家，成为台湾工商界的主力军。


�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8年鉴）和农业部、公安部等发布数据，按户籍分类农民人数在9.5亿，占总人口比例为70％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在3亿左右，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为40％左右；按照居住人口比例，乡村人口为7.27亿，为55％。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 刊于2004年《新华文摘》 第8期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9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 冯子标，《农村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作》，刊于《生产力研究》， 2008年，NO19 ,p1-p4,。


�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多少，不同学者有不同估算，保守的估计在1亿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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